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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涉外民事巡回法庭制度的构建

许庆坤

　　内容提要：最高人民法院将“一带一路”建设司法保障的重心定位于提升中国司法的
国际公信力，但我国目前的涉外民事司法水平与所追求的法治文明形象之间存在较大反

差。症结在于涉外民事司法体制面临多重困境，包括涉外民事案件的时空分布不均与

司法资源配置固化之间的冲突，以及涉外民事司法的高度专业性与涉外优质司法资源

匮乏之间的反差。面对上述困境，构建与集中管辖制度相适配的涉外巡回法庭制度不

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现行集中管辖制度及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制度为新机制奠定

了制度基石，法官选拔新规与司法改革顶层设计为新机制提供了人才通道和政策依据，民

事诉讼审级和再审制度的变革共识则为新机制的构建贡献了理论支撑。当下可从审级制

度及法庭设置、法官遴选及任职制度、内设机构和职能划分、审判机制和执行机制等多方

面改造现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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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庆坤，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法学院教授。

一　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有效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推动秩序变革，我国

不仅需要推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宏大战略构想来影响世界进程，更需

要体现公平正义的个案涉外民事判决来塑造中国的国际法治形象。相对于雄辩滔滔的外

交论战，严谨说理的司法判决更易慑服人心。一定程度上，中国在国际上话语权的争夺最

终体现为与西方发达国家法治（尤其是与国际交往直接相关的涉外法治）水平高下的较

量。就此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将“一带一路”建设司法保障的重心定位于提升中国司法的

国际公信力，可谓切中肯綮。〔１〕

·２６１·

〔１〕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法发〔２０１５〕９号，第二
部分“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提升‘一带一路’建设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国际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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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将提升司法国际公信力的宏伟蓝图落实为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并非易事。多

年来，我国涉外民事判决水平虽有局部改进，却无整体提升。对我国涉外民事判决书的抽

样实证研究显示，当前我国涉外民事判决中说理不足、判决不一、滥用法院地法之类问题

相当普遍。〔２〕 可以想见，这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我国的国际司法公信力和涉外民事交往

水平。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供给不足、专业人才稀缺，出现此

类问题尚情有可原；那么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后的今天，国际私法立法日臻完善、专业人

才济济，此类问题却依然普遍，则不得不让人反思涉外司法体制的整体缺陷。

提升涉外司法水平，将涉外民事判决打造成我国对外交往的靓丽名片，是我国一直以

来孜孜以求的目标。为此，有关方面也在不断推出改革新举措。涉外案件集中管辖制度

可谓早期尝试，设立国际商事法庭则是最新努力。但是，集中管辖制度出台仓促，漏洞多

有，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名不符实；国际商事法庭制度固然堪称新颖，但适用范围颇为

有限，〔３〕且运作伊始，具体成效有待检验。若欲整体提升我国涉外司法水平，则当另辟蹊

径，对现行体制加以系统化革新。

我国涉外民事案件集中管辖制度施行多年，已经积弊甚重。相关司法解释在实质内容

上对集中管辖的法院指定有失科学、对集中管辖的案件界定不尽合理、有关集中管辖的法律

依据值得商榷，在具体表述上则有多处不够严谨。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发展趋势不是走向

“集中化”，而恰恰是走向其反面———“分散化”，集中管辖制度可谓到了难以为继的境

地。〔４〕 但是，若将该制度与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制度巧妙嫁接，则有望令其重新焕发生机，

实现该制度的设计初衷———集中优势司法资源打造中国判决在国际上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是司法改革大潮中的新生儿，因肩负多方热望而备受瞩目。

但其现行制度仅为雏形，诸多潜在功能尚未发挥，未来成长空间广阔。时任第二巡回法庭

庭长称其为“襁褓中的婴儿”，认为其核心功能尚未定型，亟需深入探讨。〔５〕 时任第一巡

回法庭庭长提出，巡回法庭作为司法改革的“试验田”，其引发的法官助理制度、案件管辖

范围、巡回法庭审级及其与跨行政区法院的关系等问题均值得进一步追问。〔６〕 的确，究

其本质，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其实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常设派出机构，性质上与基层法院

派出法庭无异。其虽然名为“巡回法庭”，但主要的审判工作并非在“巡回”中完成，甚至

不如一些基层法院的巡回审判频繁。〔７〕 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所担负的分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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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许庆坤：《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司法实践之检视》，《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１１４页。
２０１８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条规定，国际商事法庭受理当事人协议择
最高人民法院管辖且标的额为人民币３亿元以上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高级人民法院移转管辖的第一审国际
商事案件案件、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等。

２００５年享有涉外民事案件集中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仅９５家，到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底这一数量已经增至２０３家，同
时２０４家基层法院也具有涉外商事案件管辖权，１０家海事法院的派出法庭数量增至３９个。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副院长万鄂湘在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ｃｏｍ．ｃｎ／ｄｅｔａｉｌｓ／ｄｅ
ｔａｉｌ．ｄｏ？＿ｔｙｐ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ｄ＝Ｇ００００９８９４４，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１２－２０］；袁定波：《４０７个中基层法院可一审
涉外商事案》，《法制日报》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９日第５版。
参见胡云腾：《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设置与运行介述》，《金陵法律评论》２０１５年秋季卷，第１６页。
参见刘贵祥：《巡回法庭改革的理念和实践》，《法律适用》２０１５年第７期，第４０－４１页。
例如，第三巡回法庭２０１７年巡回审判的案件仅占案件总数的３．４３％。参见高宁智：《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
庭２０１７年度民商事审判数据分析与通报》，《法律适用》２０１８年第１３期，第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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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维护首都和谐稳定的功能具有历史阶段性，待到我国社会转轨大致完成、公民法治水

平提升、进京信访数量下降明显时，巡回法庭的这一历史重任恐将宣告终结。〔８〕 在我国

法治建设快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这一目标的实现应当不会太过久远。尽管如此，巡回法

庭在司法改革的“试验田”中仍可深耕细作，大展宏图。当前其尝试的“去行政化”“庭审

中心主义”等改革举措只是初步方案，虽容易为全国其他法院所效仿，但并未触及民事诉

讼之弊的根本。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弊端在于各级法院之间没有明确的职能分层，每级法院均

有权全面审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导致司法资源严重浪费；两审终审制因对当事人救济

不足而导致再审程序泛滥，判决的终局性和法律的权威性广受质疑，由此导致滥讼、缠讼

和上访等诸多难题。〔９〕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意

识到这一问题，提出了“完善审级制度”的司法改革目标。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下一步

的改革举措可以着眼于将中上述中央决策落实到位，将重心置于革除民事诉讼法中的审

级之弊。但是，由于我国现行审级制度已经实践多年，审级改革将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宜

快速而全面地推开，而应在个别领域先行试点，待经验丰富之后，再逐步推广至全国。在

这方面，涉外民事审判是较为合适的试点领域。

与集中管辖制度相配适的涉外巡回法庭制度应在现行两种制度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

创新。涉外民事巡回法庭可尝试分两级设立，即设立最高人民法院涉外民事巡回法庭

（下称“最高院涉外巡回法庭”）和高级人民法院涉外民事巡回法庭（下称“高院涉外巡

回法庭”），有权管辖所有涉外民事案件。高院涉外巡回法庭定位为中级人民法院审

级，作为初审法庭，重在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最高院涉外法庭定位为高级人民法

院审级，作为上诉法庭，重在纠正事实和法律错误。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精选典

型案件，仅作法律审，重在形成指导性案例以统一法律适用。这种新型涉外司法机制，

一方面将使当前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制度在审级方面有所突破，形成改革新亮点；另一

方面将使集中管辖制度得以真正将所有涉外民事案件集中到专业法庭审理，实现制度设

计初衷。

下文将结合涉外民事案件的特点和现行涉外司法机制存在的问题，首先分析我国涉

外司法的体制困境，进而论证革新涉外司法体制的制度和法理基础，最后探讨与集中管辖

制度相配适的涉外巡回法庭制度的具体构建。

二　涉外民事司法的体制困境

（一）涉外民事案件的时空不均与涉外司法资源的配置固化

涉外民事纠纷产生于对外民事交往之中。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对外经贸活跃度悬殊，

·４６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８〕

〔９〕

参见刘贵祥：《巡回法庭改革的理念与实践》，《法律适用》２０１５年第７期，第３７页。
参见傅郁林：《审级制度的构建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的比较分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９３页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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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民事案件分布的地域差异自然在情理之中。同时，与国内民事交往相比，跨国民事交

往深受不断调整的我国对外政策和变动不居的国际形势影响，涉外民事案件的时间分布

也不均衡。例如，在裁判文书官方发布平台“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的结果显示，广东省

近８年（２０１１－２０１９）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裁判的涉外民事案件达１０７０３件，
而青海省仅３件，相差数千倍。〔１０〕 在不同年份作出的裁判文书同样存在明显差距。例
如，２０１７年全国法院共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裁判案件６５８０件，而２０１６年为
４７４５件。〔１１〕 涉外民事案件不仅在全国范围内时空分布不均，在一个省区内同样如此。例
如，“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检索结果显示，山东省青岛市近８年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
用法》的裁判文书有２０１份，其中２０１７年为１５３份，２０１６年为５份；而山东省德州市的数
量仅为７份，其中２０１７年为０份，２０１６年为２份。〔１２〕

涉外民事纠纷地域分布的多寡不均和案发频率的飘忽不定，与现行固化而僵硬的涉

外司法体制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现行涉外司法机制以固定的法院、固定的审判庭和固

定的法官来应对时空分布不均的案件，必然导致一些法院积案严重，而另一些法院门可罗

雀，或有的法院在一段时间负载过重，而在另一段时间待案上门的现象。换言之，司法资

源无法与涉外案件实现动态匹配和平衡。在现行法官考核机制下，法官通常有年度办案数

量的强制性要求，即便受理案件相对较多的涉外审判法官，也可能因达不到办案数量要求而

不得不同时办理非涉外案件。业务混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涉外审判水平的提高。与

之相对，巡回法庭最大的特色是机动和灵活，可以因应涉外审判的客观需求，安排法官到案

件发生地开展审判，做到司法便民。同时，由于所有涉外案件均集中到巡回法庭审理，因此

每位法官均可专司涉外审判，其审判水平有望于丰富实践中逐步提高。若将普通法院视

作正规军，则巡回法庭犹如游击队，案件愈是分散和变动，就愈能显示其机动灵活之优势。

（二）涉外民事司法的高度专业性与涉外优质司法资源的匮乏

相较于纯国内案件的司法，涉外民事司法有诸多独特之处。首先，所有涉外案件，即

·５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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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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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检索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全文检索得到的结果。参见 ｈｔｔｐ：／／ｗｅｎｓｈｕ．
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１２－０７］。检索结果显示：涉外民事裁判文书数量排在前三位的省份是：广
东省（１０７０３份）、福建省（５８４２份）和浙江省（２４５３份）；排在后三位的省区是：西藏自治区（１份）、青海省（３份）
和宁夏回族自治区（４份）。笔者用同样的方法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中检索的结果与之类似，其中排在前三位
的省份同样是广东省（８８３２份）、福建省（５５８０份）和浙江省（２２４９份），排在后三位的省区是西藏自治区（１份）、
宁夏回族自治区（３份）和青海省（５份）。参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ｋｕｌａｗ．ｃｏｍ／Ｃａｓｅ，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１２－０７］。
笔者充分意识到上述统计与实际结果存在一定差距，这不仅因为并非所有裁判文书均上网公开，而且因为并非

所有涉外民事案件均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尽管如此，上述统计结果仍可从一个侧面体现涉外民

事案件的地域分布状况。

这是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检索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全文检索得到的结果，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１２－０７］。近８年的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裁判文书数量分别如下：２０１１年３０份、２０１２年１０５份、
２０１３年６９９份、２０１４年２６４１份、２０１５年３１６３份、２０１６年４７４５份、２０１７年６５８０份、２０１８年６７４７份、２０１９年３６１５
份。考虑到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开始生效，纠纷发生时间与法院审理时间存在差距，而
且法官对该法有一个熟悉过程，因此头三年的数量不代表正常年份的水平；而最近两年的数据则可能尚不全面，

因此选取的对比样本年份为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
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检索词全文检索，同时限定法院名称为“青岛”或“德州”，法院层级为“中级人

民法院”。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１２－０７］。另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涉外审判负责人介绍，全省上诉到该院的
涉外民事案件七成左右来自青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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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最终适用中国法，也需要冲突法指引。冲突法相较于国内实体法更难理解和适用，有

“法中之法”之谓，术语生僻、规则形式与内在理念特殊，法官若非接受长期专业训练，通

常难以准确适用。〔１３〕 其次，涉外案件可能经由冲突法指引而适用外国法、国际条约或国

际惯例，外国法查明或国际规则解读均对法官的外语水平和比较法知识提出相对较高的

要求。最后，涉外司法须适用涉外民事诉讼法的特别规则，还可能适用国际司法协助条

约。涉外民事诉讼规则涵盖外交特权与豁免、法律文书的外国公证、国际民事管辖权等诸

多特殊事项，法官在适用中时常需要解读相关国际条约和多部涉外法律；司法协助涉及域

外送达、域外取证和判决的域外承认与执行等，对涉外司法的程序规范和文书形式均有国

际化要求。概言之，涉外民事司法的特殊性要求高素质的法官群体与之匹配，但现实状况

却并非如此，甚至反差甚巨。

对于涉外审判的专业性和现状，身处司法一线的法官或许最能感同身受。一位最高

人民法院的前副院长曾坦陈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对法律人才的特殊要求及其与现实的差

距：“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需要大批复合型专家型法律人才。而目前涉外商事海事法

官整体水平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法官中复合型专家型法律人才还比较

少，而且主要集中在少数经济发达城市，审判资源配置不够合理，多数法官的知识单一，年

轻法官缺乏审判经验。”〔１４〕

针对高素质涉外法官相对匮乏的现实，最高人民法院曾采取多种措施予以应对，但实

施效果均不理想。此类措施包括加强教育培训、健全竞争激励机制和采用集中管辖制度

等，虽然所在多有，但均局限于司法资源的内在优化和调整。同时，由于从事涉外民事审

判的普通法院法官并未固定岗位，因此即便一些法官素质卓越或者培训成功，也可能被轻

易调整到其他审判岗位，造成涉外司法资源的错位和浪费。再者，从涉外审判人才的选拔

和任用机制观察，由于多种原因，即便优秀人才得以进入法院，最终也可能无缘从事涉外

司法。其后果是，我国整体涉外司法水平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外开放战略要求之间存

在较大差距，亟需创新涉外司法机制，从法院内外聚集优质司法资源，并利用专业巡回法

庭稳定法官群体，不断提升其水准。

（三）涉外民事判决的终局性与我国的再审制度

涉外判决具有国际公信力的标志之一，是其易于获得境外承认与执行。除却程序正

当而规范、说理透彻而充分等要件外，判决具有终局性也是涉外民事判决获得域外承认与

执行的必要条件。〔１５〕 颇具中国特色的再审程序使得我国涉外判决的终局性备受争议，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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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宋连斌：《再论中国国际私法的实践困境及出路》，《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第６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第８８页。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在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
ｃｏｍ．ｃｎ／ｄｅｔａｉｌｓ／ｄｅｔａｉｌ．ｄｏ？＿ｔｙｐ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ｄ＝Ｇ００００９８９４４，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１２－２０］。
参见钱锋：《终局性：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先决条件》，《法律适用》２００６年第６期，第５４页；沈涓：
《再论海牙〈民商事管辖权和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公约〉草案及中国的考量》，《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第９９页。也有学者将具有终局性的判决表述为“确定的判决”，参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第３版），高等教
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３９－３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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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构成我国判决获得境外认可难以逾越的一大障碍。〔１６〕 尽管我国有冲突法学者提出这

一困境的解决之道在于外国法院应以中国法律为依据确定判决的终局性，〔１７〕但此种一厢

情愿地要求外国法院接受中国制度的思路，其实际成效可想而知。截至２０１９年７月，我
国签订并生效的民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共１９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共１７项，整体进展缓
慢。〔１８〕 中国判决在境外的承认与执行屡屡碰壁。〔１９〕 偶有中国判决获得美国等发达国家

法院的承认与执行，便在国内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引发广泛关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衬了

中国判决获得国际认可的艰难。〔２０〕

在笔者看来，与其期待境外承认我国相对独特的制度，不如自行革新涉外司法机制。

涉外判决的境外承认与执行，要求判决的内在与外在要素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近或相仿。

在我国，再审程序频繁启动消解了判决的终局性，而再审制度与我国两审终审制主体架构

又有着内在关联。目前两审终审制在世界上已成为少数例外，各国普遍采用的是三审终

审制。〔２１〕 诚然，整体上改革我国当前的再审制度和审级结构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难免遭

遇相当大的阻力。〔２２〕 而由于涉外民事审判领域在与国际通行制度接轨方面的要求较高，

将此领域作为改革试点更为名正言顺。同时，由于涉外案件在全部案件中占比较少，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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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参见徐鹏：《内地司法判决终局性：难以逾越的障碍———以香港法院ＣｈｉｙｕＢａｎｋｉｎｇＣｏｒｐＬｔｄ．Ｖ．ＣｈａｎＴｉｎＫｗｕｎ案
为中心》，《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第２５０页。
参见谢新胜：《条约与互惠缺失时中国判决的域外执行———以美国法院执行中国民商事判决第一案为视角》，

《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１５６页。
参见外交部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ｔｒｅａｔｙ．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Ｔｒｅａｔｙ／ｗｅｂ／ｉｎｄｅｘ．ｊｓｐ，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７－１１］。据外交
部条法司副司长郭晓梅在２０１９年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的大会报告中介绍，我国目前共签订了３９份有关民商
事司法协助的双边条约。

内地的法院判决多次因终局性问题被香港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参见王吉文：《判决终局性：外国判决承认与执

行上一道难以逾越的坎》，《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１３９－１４０页。
例如，“湖北葛洲坝三联公司、平湖公司诉罗宾逊公司（ＨｕｂｅｉＧｅｚｈｏｕｂａＳａｎｌｉａ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ｏ．，Ｌｔｄ．ＡｎｄＨｕｂｅｉＰｉｎ
ｇｈｕＣｒｕｉｓｅＣｏ．，Ｌｔｄ．ｖ．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案”号称美国承认与执行中国判决第一案，在国内被广
泛讨论。参见谢新胜：《条约与互惠缺失时中国判决的域外执行———以美国法院执行中国民商事判决第一案为

视角》，《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１５２页以下；龚柏华、张小磊：《湖北葛洲坝三联公司向美国法院申请
执行中国法院就美国罗宾逊公司所供直升机产品责任损害判决案评析》，《国际商务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２３
页以下；ＨｅＱｉｓｈｅｎｇ，Ｔｈ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Ａ
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ａｎｌｉａｎｖ．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６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３（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ｐｐ．３９－４３。值得注意的是，该案判
决并未被联邦判例集正式出版，而且除《联邦第九巡回区上诉法院诉讼规则》第３６－３条规定的例外情形，通常
不作为先例（原文为：“Ｔｈｉｓ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ｓｎｏｔ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ｓｎｏｔ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ｘｃｅｐｔａ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ｂｙ９ｔｈ
Ｃｉｒ．Ｒ．３６－３．”）。ＳｅｅＨｕｂｅｉＧｅｚｈｏｕｂａＳａｎｌｉａｎＩｎｄｕｓ．，Ｃｏ．，Ｌｔｄ．ｖ．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Ｃｏ．，Ｉｎｃ．，４２５Ｆｅｄ．Ａｐｐｘ．
５８０，２０１１ＷＬ１１３０４５１（２０１１）．
参见傅郁林：《审级制度的构建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的比较分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８５、
９４页。
有学者从我国诉讼制度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等出发，反对在三审终审制下设置民事再审程序。所谓历史传统

主要指借鉴了“前苏联的职权主义再审制度”和“中华历史上反复纠错的理念”，现实国情主要指裁判不公和缠

讼上访。但是，前苏联的再审制度已被逐步抛弃，历史上反复纠错的理念、现实中的裁判不公和缠讼上访恰是改

革再审制度着力解决的问题，而不应成为固守旧制的理由。不过，其认为再审程序改革关涉诸多民事诉讼制度

的观点值得肯定。参见罗登亮：《我国民事再审程序改革的路径选择———何种审级制度下设置民事再审程序》，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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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改革中出现少许失误，对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整体的冲击也会较小；〔２３〕而一旦改革成

功，则其作为新型再审制度和审级制度的样本便可以为其他领域所借鉴，司法改革“试验

田”的功能由此得以发挥。

三　革新涉外民事司法体制的制度及法理基础

（一）集中管辖制度和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制度

集中管辖制度旨在集中优质司法资源，打造涉外司法判决精品。在涉外优质司法资

源有限、整体涉外司法水平有待提升的背景下，该制度的政策趋向无疑具有合理性，值得

肯定和适当强化。虽然近年来享有涉外案件管辖权的法院数量逐步增加，但《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将涉外案件一审管辖权集中到中级

法院的核心制度依然有效，获得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授权而享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主

要集中在涉外民事交往较多的广东省、福建省和浙江省等少数经济发达省份。〔２４〕 涉外巡

回法庭制度将所有涉外民事案件集中到中级法院层级审理，至少在涉外商事海事审判中

与现有制度不存在根本冲突，而且当前享有涉外案件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较多的地区，

可以通过多设巡回法庭数量的方式与现有制度相衔接，也不会引起涉外商事海事司法格

局的明显震荡。新制度对现行制度的突破体现在涉外物权、涉外婚姻家庭和继承案件的

管辖上。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度出台之前可对这类案件的实际发生数量做周密详实

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决定巡回法庭的数量和巡回频率。如此则新制度有望顺利实施，

避免先收权再放权的不良结局。

在具体操作层面，现行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制度的诸多细节可以被涉外巡回法庭

制度直接借鉴，前者“去行政化”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和以审判为中心的运作机制均可

为后者所复制。在受案范围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可以受理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和

司法协助案件，〔２５〕以及涉外婚姻和继承案件等。〔２６〕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审理这些案

件的成功经验可以用于涉外巡回法庭制度的构建。新制度与现行巡回法庭制度在受案范

围方面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涉外商事海事案件上，这是现行制度所明确排除的案件。〔２７〕 值

得注意的是，现行司法解释的措辞为，此类案件“暂由最高人民法院本部审理或者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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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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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２０１５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案件１６７１３７９３件，而审执结涉外、涉港澳台案件共计４７０９７件，后者仅占全部案件
的约０．２８％。参见《二○一五年全国法院审理各类案件情况》，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公报》２０１６年第４
期，第１４－１５页。
例如仅广东省享有涉外商事案件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就有 ５７家。参见“中国涉外民事商事审判网”，
ｈｔｔｐ：／／ｃｃｍｔ．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ｓｈａｎｇｓｈｉ／ｕｎ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ｃｏｕｒｔ．ｄｏ？ａｒｅａ＝％Ｅ５％Ｂ９％ＢＦ％Ｅ４％Ｂ８％９Ｃ，最近访问时间
［２０１９－０７－１１］。
参见２０１５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３条第１款第１０项。
涉外婚姻和继承案件等虽然没有明确列入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受案范围，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权威解读认

为此类案件应被包括在内。参见贺小荣、何帆、马渊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的理解与适用》，ｗｗｗ．ｐｋｕｌａｗ．ｃｎ，ＣＬＩ．ＡＲ．６４２５，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７－１１］。
参见２０１５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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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２８〕 这一表述留有足够余地，表明将来可以根据司法改革需要另行安排。若将最高

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制度与涉外案件集中管辖制度有效对接，将涉外商事海事案件纳入新

制度下的受案范围便自然在情理之中。

新制度与现行制度的最大差异在于涉外巡回法庭的降级设置，即最高院涉外巡回法

庭级别为高级人民法院审级，而高院涉外巡回法庭的级别为中级人民法院审级。这一制

度难题并非不可破解，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观念转变。长期以来，我国基于行政区划的

法院设置格局导致人们误以为人大常委会只能任命同级法院的法官。其实，立法机关任

命同级或下级法院的法官，这在国内外均有实例。在我国，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同时

有权任命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２９〕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各巡回区上诉

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均由美国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３０〕 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的法官在历史上曾长期作为巡回法官到上诉法院（即中级法院）审理案件。〔３１〕 英国法

院和法官制度弹性十足，同一位法官甚至可以被调配到不同法院审理案件。例如，巡回法

官作为皇家法院的法官，既可到郡法院审理非重大民事案件，也可被司法大臣指派到高等

法院审理民事案件。〔３２〕 从法院层级构建原理分析，法院分级是一种职能分级，而非上下

地位等级的划分。〔３３〕 法院层级与行政机关的等级有着本质区别，由同一立法机关任命不

同层级法院的法官，并不会必然影响司法功效。如果循着这一逻辑理解法院的层级设置，

未来涉外巡回法庭的设立就将不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其实，早在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

庭制度构建初期，就有学者提出将该法庭的地位设定为高级人民法院级别。〔３４〕 在该制度

正式施行之后，也有处于改革一线的巡回法庭庭长从其实践经验出发，认为可以对这一方

案进行可行性研究。〔３５〕

（二）法官选拔新规与司法改革顶层设计

涉外司法资源的以往多次内部优化均成效不彰，而现行的法官选拔新规开辟了体制

外新路径。２０１６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
法官、检察官办法》打通了涉外法官来源多元化的通道。该规定特别强调，应把从律师、

法学专家中选拔法官常态化和制度化；在招录、遴选法官时，应根据工作实际预留适当数

量的岗位；参加公开选拔的律师应“通晓境外法律制度并具有成功处理国际法律事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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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２０１５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４条。
例如，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同时有权任命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参见２０１７年《天津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第６条第３项。
参见美国联邦法院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ｓｃｏｕｒｔｓ．ｇｏｖ／ｊｕｄｇｅｓ－ｊｕｄｇｅｓｈｉｐｓ／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ｊｕｄｇｅｓｈｉｐｓ／ｊｕｄｇｅｓｈｉｐ－ａｐ
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７－１１］。
ＳｅｅＳｔｅｖｅｎＧ．Ｃａｌａｂｒｓｉ，ＤａｖｉｄＣ．Ｐｒｅｓｓｅｒ，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ＣｉｒｃｕｉｔＲｉｄｉｎｇ：ＡＴｉｍｅｌｙ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９０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１３８６（２００６），ｐｐ．１３９０－１３９１．
参见徐昕：《英国民事诉讼与民事司法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３页。
参见傅郁林：《审级制度的构建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的比较分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８５页
以下。

参见顾永忠：《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之我见》，《法律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５９页。
参见胡云腾：《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设置与运行介述》，《金陵法律评论》２０１５年秋季卷，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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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等。〔３６〕 这一新制度使我国的法官遴选开始与一些发达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接

轨，〔３７〕有利于优秀的法学专家和律师加入法官行列，确保从事涉外审判的法官具有深厚

的冲突法理论素养和丰富的涉外法律实务经验。未来的涉外巡回法官选拔制度可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细化遴选标准和操作规程。

革新涉外司法体制在当下还拥有前所未有的组织保障和政策基础。以往的司法改革

通常由司法机关或中央政法委主导，在遭遇其他部门反对和相关制度障碍时，改革措施往

往被迫搁浅或难以奏效。而２０１２年开始的新一轮司法改革则由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进行顶层设计和直接部署，这种强有力的高层介入可以有效破除不同部门的利

益藩篱和陈旧制度的坚冰。〔３８〕 在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从而为深化司法改革提供了更

加有力的组织保障。〔３９〕 中共中央近年来的相关决策虽然没有具体到涉外巡回法庭层面，

但涉外审判新机制的不少要素已在其列。例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最高人民法院

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办理跨地区案件”，“完善审级制

度”，“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及“强化涉外法律服务，维护我国公民、法

人在海外及外国公民、法人在我国的正当权益”。〔４０〕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深化司法

体制综合配套改革”。〔４１〕 上述新设机构和宏观决策都为涉外巡回法庭制度的构建提供了

可靠的组织保障和充足的政策支持。

（三）革新涉外民事司法审级和再审制度的法理依据

涉外巡回法庭新制度对现行民事诉讼体制的一大突破体现在采用三审终审制并对提

起再审严格限制，从而增强判决的终局性和权威性。这一改革举措看似激进，其实在民事

诉讼法学界已被深入探讨多年，赞成之说几成共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就有学者系统分析
了上诉审的功能与我国二审终审制的利弊，提出了建立有限三审终审制的构想。〔４２〕 也有

学者尖锐地指出，由于二审判决被立案再审的比率逐年上升，我国两审终审制其实“名存

实亡”；基于审级制度的构建原理和世界三大诉讼模式中审级制度的发展趋势，我国应建

立有条件的三审终审制，最高人民法院应只受理针对重要法律问题的三审上诉。〔４３〕 还有

学者从法律适用统一性的角度，主张我国应设立有条件的三审终审制，认为第三审应为法

·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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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参见《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第３、４、６条。
例如，英国和美国的法官主要来自于律师。参见王泽鉴主编：《英美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７７、
１０２页。
参见胡云腾：《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设置与运行介述》，《金陵法律评论》２０１５年秋季卷，第４－５页。
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９
日第２版。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２－２３、４０页。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９日
第２版。
参见陈桂明：《我国民事诉讼上诉审制度之检讨与重构》，《法学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４期，第４９页以下。
参见傅郁林：《审级制度的构建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的比较分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８４页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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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审，并对法律审的事由、程序构造、终局裁判作了具体分析。〔４４〕 另有学者基于审级制度

原理、国外的经验和我国国情，建议针对不同案件采用多元化的审级制度，同时严格限制

再审程序的启动。〔４５〕

尽管上述代表性观点的论证路径和具体建议各有千秋，但可以看出，采用三审终审制

并相应改造再审制度几成民事诉讼法学界的共识。一些学者甚至已经拟定了三审程序和

再审程序的建议稿。〔４６〕 但学界也普遍意识到，审级制度改革是“民事程序改革中成本极

高的一项措施”，关涉司法资源配置、审判程序、审判组织、判决内容，甚至相关的宪法制

度和司法管理机制的调整和匹配，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４７〕 正因为全面推行审级制度

和再审制度的改革存在巨大难度，才有必要在相对独立的涉外民事审判领域先行试点，待

试行成功后再将其模式复制到其他领域。与此同时，民事诉讼法学界的前期相关理论探

讨和制度设计可以为涉外巡回法庭制度所借鉴。

四　与集中管辖制度相适配的涉外巡回法庭制度的具体构建

中共中央作出的设立跨行政区域法院、完善审级制度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

度改革等决策，应作为涉外巡回法庭制度的政策依据。与此同时，该制度应基于现行的集

中管辖制度和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制度的运作经验，汲取国外巡回审判制度精华，塑造

专业高效的诉讼新机制，以生成涉外民事判决精品，推动国际民商新秩序的建立。

（一）审级制度及法庭设置

涉外巡回法庭宜采用三审终审制，巡回法庭可分两级跨行政区域设立。高院涉外巡

回法庭应为中级法院审级，负责案件争议事实和法律适用的全面初审；最高院涉外巡回法

庭应为高级人民法院审级，负责上诉案件的审理，重在法律审，同时对争议的事实既可发

回重审，也可酌情自行审理。最高人民法院本部保留原涉外民事审判法庭（现民事审判

第四庭），仅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上诉案件进行第三审，并且仅作法律审，旨在产生指导性

案例和统一法律适用。如此定位司法职能，将有望实现“中级人民法院的专业司法、高级

人民法院的监督司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司法”。〔４８〕

涉外巡回法庭跨行政区域设立，可有效摆脱以往对“地方法院”为“地方的法院”的诟

病，地方主义的影响将大幅度降低，而司法公正程度将相应上升。同时，法官遴选的高标

准和专业的审判机制也有助于增强裁判公正性。加之实行三审终审制，以往生效判决频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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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律审的功能及构造》，《法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５期，第４１页以下。
参见章武生：《我国民事审级制度之重塑》，《中国法学》２００２年第６期，第８２页以下。
此类建议稿非止一个版本。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典专家修改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版，第２９１页以下；张卫平主编：《民事程序法研究（第七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及释
义》，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５４页以下；杨荣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专家建议稿）立
法理由与立法意义》，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８６页以下。
参见傅郁林：《审级制度的构建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的比较分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 ４期，
第９９页。
参见傅郁林：《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职能定位与权威形成》，《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２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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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被再审裁判推翻的情形有望得到遏制，再审将被限定在极其严格的例外情形。在这一

新型司法体制下，中国判决的终局性标准将能与欧美法治发达国家相提并论，在境外被承

认和执行的概率有望得到提升。

新制度宜对现有涉外司法资源进行有效统合。我国现有涉外司法资源其实相当分

散，涉外婚姻家庭和继承案件通常由民事审判第一庭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由民事审判

第三庭审理，涉外商事海事案件由海事法院或民事审判第四庭审理。由于海事审判具有

高度专业性且海事法院数量有限，海事法院可继续保留其涉外海事案件的初审权，但应专

设涉外海事审判庭。其余从事涉外民事审判的法官则应通过下述遴选程序择优进入涉外

巡回法庭。

两级巡回法庭的设置数量应当建立在对过去多年涉外民事案件受理数量的精确统计

基础之上，不宜简单追求与行政区划的一致性，并应根据案件数量的变化趋势适当预留审

判力量。由于涉外巡回法庭将真正采用巡回审判方式，因此法庭数量的有限通常不会造

成当事人诉讼的不便。对于偏远地区，考虑到诉讼成本，巡回审判可能不宜过于频繁。尽

管如此，由于我国对涉外案件没有审理期限限制，因此适当延长审理期限不存在法律障

碍。〔４９〕 此外，涉外审判还可以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技术和设备，采用电子邮件、微信、视频

等方式传送文书和证据乃至开庭审理，从而节省司法资源。在确定涉外巡回法庭设置数

量时，也应将上述因素考虑在内。

（二）法官遴选及任职制度

涉外巡回法庭制度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遴选出优秀法官。由于涉外判决

可能面临国际“流通”，需要获得境外的承认与执行，担负提升中国判决的国际公信力和

权威性、推动建立国际民商新秩序、打造新型审判体制“试验田”的历史重任，因此有必要

遴选一批精英法官完成这一使命。在初始阶段，由于新体制面临整合现有司法资源的特

殊任务，因此宜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会同司法部和教育部等组成涉外法官遴选委员会，

采用有学者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提出的“全国遴选 ＋高薪高配”模式，从法官、律
师和法学专家中不拘一格选拔优秀法律人才。〔５０〕 参考《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

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的规定，法官实际从事审判工作的年限、律师持续执业年限

和法学专家从事法学研究的年限应不低于５年，法学专家还应有一定的兼职律师、挂职法
官或作为仲裁员等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经验。〔５１〕 但对不同审级的法官，遴选标准应有所

不同：高院涉外巡回法庭负责案件初审，法官的实务经验更加重要；最高院涉外巡回法庭

负责上诉审，面对的疑难案件相对较多，法官除了审判经验，还应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而最

高人民法院本部涉外审判庭主要负责甄选和制作指导性案例，法官应具有高超的理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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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涉外民事案件的审理期间的规定，参见我国２０１７年修订之《民事诉讼法》第２７０条：“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
事案件的期间，不受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限制。”

参见傅郁林：《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职能定位与权威形成》，《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２１４页。
参见《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第６条第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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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为吸收到优秀法律人才，涉外法官的薪酬和待遇应适当高于同级法官的标准，法官职

级也应略高于同审级法院法官的等级。

与此同时，为积累司法经验和增强法官的职业荣耀感，涉外巡回法庭法官的任职应保

持系统内的相对稳定。除非因法定事由，法官不应被免职、调离或降低薪酬。待涉外审判

体制改革到位后，除高院涉外巡回法庭继续坚持从多行业“全国遴选”外，大部分上级审

判机构的法官应从下级巡回法庭的法官中选拔。步入正轨后的“全国遴选”，宜由全国人

大常委会牵头，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等组成涉外法官遴选委员会，依照相对固定的

遴选规则，择优选拔合适人选。涉外法官应专司审判业务，唯对法律负责，不再被强加审

判以外的职责，以便专心打造涉外判决精品。但为了防止法官受地方利益的牵连，可以考

虑在涉外审判系统内部保持法官一定的流动性，例如每５－８年调换一定比例的巡回法官
到其他巡回区任职。

（三）内设机构和职能划分

涉外巡回法庭的固定办公地址宜设立在涉外民事案件集中的地区，以此为中心到其

他巡回审判点开展审判工作。在内部机构设置上，涉外巡回法庭可充分汲取最高人民法

院巡回法庭的成功经验，以审判之需为尺度，采取“扁平化”和“去行政化”的内部架构。

法庭固定办公地可设立一个综合服务办公室，负责处理后勤管理、司法调研、内部行政管

理和对外交流等非审判事务性工作；同时另设一个诉讼服务中心，负责立案登记、法庭秩

序维持、卷宗整理和判决书上网等审判事务性工作。〔５２〕 诉讼服务中心可根据需要在巡回

审判点派驻１至２名人员负责立案登记和接待当事人等。为最大程度节约诉讼成本，巡
回审判点可设立在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内部，开庭时借用当地的法庭和设备等。涉外巡回

法庭应设一名庭长，由德高望重的法官担任，对内主持工作、对外代表法庭，但其审判权应

与其他法官平等。

涉外巡回法庭的核心组织应为专业审判庭，法官区分专业负责不同领域的案件审判，

这与当前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中的全能型法官有所不同。〔５３〕 专业审判庭可大致分为

涉外家事审判庭、涉外知识产权审判庭、涉外商事审判庭和涉外海事审判庭。不同地方的

巡回法庭可根据当地实际发生的纠纷类型，按需设立不同的审判庭并配备数量不等的法

官。之所以有必要区分不同领域组建各种审判庭，是因为冲突法的特性和涉外案件的复

杂性。冲突法其实是涉及面甚广的一类独特法律，看似一类规则，其实内容涉及物权、知

识产权、债权、婚姻家庭和继承等多个领域。真正理解冲突法必须具备相关领域比较法知

识。基于冲突法的这一独特性，美国冲突法知名学者艾伦茨威格（Ａ．Ｅｈｒｅｎｚｗｅｉｇ）曾睿智
地指出，冲突法学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存在，冲突法“其实只是国内法每一个分支的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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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成功实践可参见胡云腾：《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设置与运行介述》，《金陵法律评论》２０１５年秋季卷，
第８页。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由电脑随机分案，挑选法官组成合议庭。参见刘贵祥：《巡回法庭改革的理念与实践》，

《法律适用》２０１５年第７期，第３８页。时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庭长明确指出，随机分案的机制意味着
每名法官均可能审理受案范围内的任何案件，需要做到“刑民行”皆通。参见胡云腾：《全面设立巡回法庭的意

义》，《法治现代化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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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部分”。〔５４〕 涉外民事案件通常不仅适用冲突法，还依据冲突法指引适用实体法；实体

法既可能是法院地的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债权法、婚姻法、继承法等，也可能是外国法、国

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等。这对法官的专业要求高于普通法官。如果说国内民事案件有必要

设立不同民事审判庭审理的话，涉外巡回法庭同样有必要设立不同的审判庭。这种区分

不同领域设立审判庭的做法可充分发挥不同法官的专业特长，也与最高人民法院在涉外

商事海事审判领域倡行的“专业审判机构、专业审判人员”要求相一致。〔５５〕 每个审判庭的

法官数量可根据涉外纠纷的多少适当安排。

在人员配备上，每名涉外巡回法庭法官可配备２名法官助理和１名书记员。当前在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流行“１＋１＋１”审判团队模式，〔５６〕但其中１名法官助理对于从事
涉外审判的法官而言恐怕数量略少。在美国，一名法官通常配置１至４名法官助理，有的
法官还有律师职员（ｓｔａｆｆ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ｓ）负责制作备忘录和草拟判决书等。〔５７〕 我国涉外法庭原
则上可为每名法官配置２名法官助理，其中１名为专职助理，另１名为实习法官助理；前
者是法庭正式招聘的司法辅助人员，后者则为来法院实习的优秀法科生。专职助理可负

责主持调解、查阅相关法律条文和案例、草拟判决书等专业性较强的工作，而实习法官助

理则可负责送达法律文书、校对判决书、收集相关资料等专业色彩较淡的辅助工作。在此

基础上，法官助理的数量还可根据不同法官审理案件的多少在法庭内部适当调配。如此

安排，可使法官专注于审判中的实质问题和斟酌判决内容。与此同时，安排实习法官助理

也有助于法律人才梯队的搭建。〔５８〕

（四）审判机制和执行机制

涉外巡回法庭应采用“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司法责任制，汲取最高人民

法院巡回法庭制度和国外巡回法庭运作的经验，实行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机制。首先，立

案与否宜由相应审判庭的主审法官决定。在诉讼服务中心受理案件并初分案件类型后，

由法官助理审核其是否符合涉外民事案件的要件并提出初步意见，由主审法官最终决定

是否立案。其次，在各专业审判庭内部实行由电脑随机分案给主审法官，并随机组成合议

庭，不再固设审判长，实现法官之间在审判事务上的真正平等。再次，庭审前由法官助理

协助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和调解，并检索相关案例和提出审判要点，在庭前准备充分的条

件下法官可高效审理案件，并对适宜的案件当庭宣判，以减少外部干预的机会。最后，在

合议庭成员民主评议基础上，由担任审判长的主审法官撰写判决意见，适当注明不同意

见，并签发判决书。判决书不需要再上报领导审核，但疑难案件可交由主审法官会议讨

论，讨论意见仅供合议庭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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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ＡｌｂｅｒｔＡ．Ｅｈｒｅｅｎｚｗｅｉｇ，ＡＰｒｏｐｅｒＬａｗｉｎａＰｒｏｐｅｒＦｏｒｕｍ：Ａ“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ｅｘＦｏｒｉ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１８Ｏｋｌａｈｏｍａ
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４０（１９６５），ｐｐ．３４１－３４２．
参见罗东川：《开启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的新征程》，《中国审判》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第６１页。
参见胡云腾：《全面设立巡回法庭的意义》，《法治现代化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１９页。
参见王泽鉴主编：《英美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０５－１０６页。
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已经尝试与深圳大学建立合作关系，法学研究生担任类似于法官助理的一些工

作。参见刘贵祥：《巡回法庭改革的理念与实践》，《法律适用》２０１５年第７期，第４０－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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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层面，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

体制改革试点”要求，涉外巡回法庭宜专司审判，不再另设执行机构和人员。涉外巡回法

庭的生效判决需要强制执行的，可交由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执行，也可由高级人民法

院执行局委托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代为执行。但是，涉

外民事案件的执行审查权本质上属于司法权，〔５９〕应由作出判决的涉外巡回法庭行使。同

理，需要中国承认与执行的境外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也应由相应的涉外巡回法庭审查决

定是否承认及执行。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１９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我国国际商事法庭重大
制度革新研究”（１９ＢＦＸ２０４）的研究成果。］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ｕｒｔ（ＳＰＣ）ｈａｓｔａｋｅｎ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ａｓｔｈｅ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ｎｏｂｖｉｏｕｓｇａ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ｔｒｉａｌ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ｉｖｉｌｃａｓｅｓｂ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ｕｒ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ｕｒｓｕｅｄｂｙ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ｃｒｕｘ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ｌ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ｉｌｅｍｍａｓｆａ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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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ｔｒｉａｌａｎ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责任编辑：廖　凡）

·５７１·

论我国涉外民事巡回法庭制度的构建

〔５９〕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第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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